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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建

【提要】 近代西方史学诞生以前，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分立，历史被视作神学和法学的预备知
识。18 世纪下半叶，在以伽特勒和施洛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家的推动下，“务实的历史写作”成
为德国启蒙史学的标志性概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联被要求以系统的方式加以呈现。伽特勒
和施洛策尔围绕“务实”与“系统”和“科学”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史学理论层面的反思，并将普遍史—
世界史的编纂作为“务实的历史写作”的实践形式。史学家被要求在经验性的史料工作的基础上，运
用哲学的头脑，选择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时期和对象，呈现其中的系统性和关联性，让史

学获得科学的性质。伽特勒在历史表现层面仍然保留了传统修辞史学的痕迹，施洛策尔则强调史学
家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在历史写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进入 19 世纪，启蒙史学及其理论受到德国历
史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务实”一词逐渐成为前现代史学的标签。
【关键词】 德国 启蒙史学 哥廷根大学 伽特勒 施洛策尔

18 世纪下半叶，有关地区、民族甚至人类整体之历史的经验与知识逐渐成为启蒙学术大厦的重
要组成部分。① 这一时期，“务实的历史写作”( pragmat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 ②在以伽特勒
( 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1727 － 1799 年) 和施洛策尔( August Ludwig Schlözer，1735 － 1809 年) 为
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家的阐述和推动下，逐渐成为德国启蒙史学 ( Aufklärungshistorie) 的主导概念。
“务实的历史写作”要求史学家在整理和批判史料的前提下，摆脱传统编年史的历史书写模式，理性
分析和系统呈现历史事件及其过程中的因果关联与发展动力，被当时的史学家、理论家视作历史写
作“最新、最成熟阶段”的标志。③ 然而，这一史学思想在 19 世纪开始受到质疑和批判: 德国历史主
义史学家将这种启蒙史学范式贬低为“供人们在学校和沙龙上阅读的业余之作”，与此形成对比的则
是尼布尔、兰克所开创的“现代德国史学”。④ 由“最新、最成熟”到“业余之作”，我们可以管窥德国史
学及其理论在一个世纪中的变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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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外学界对德国启蒙史学兴趣日渐浓厚，①其中有关“务实的历史写
作”的系统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首先是关于 pragmatisch 的概念史研究，古德龙·屈内 －贝特
拉姆注意到，该术语在 18 世纪后逐渐从政治—法律概念转变为德语世界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
科学 －方法论概念。② 第二类研究关注的是此概念在德国启蒙史学中的作用与影响，例如汉斯 －
彼得·莱尔认为，pragmatisch 在 1750 年前后不同史学家的理论表述中所发生的含义变化，反映
了德国启蒙史学对科学与理性的追求。③ 第三类讨论涉及历史认知与历史表现的层面，丹尼·富
尔达认为，以“务实的历史写作”为理论核心的德国启蒙史学受到启蒙时代的机械论和美学思潮的
影响，在历史认知上追求人类历史发展关联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在历史写作层面则显示出对叙事、
情节化、隐喻等历史表现要素的忽视，之后的历史主义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批判和超越了启蒙史学
的局限。④

本文希望在三个方面对这一主题的讨论做出补充和拓展。首先，对“务实的历史写作”的语义转
变理解，对其在德国启蒙时期史学理论构建中的角色与作用的分析，需要回到启蒙时代以前的西方

史学传统的脉络中，进行长时段的观察和梳理，以进一步澄清和理解相关问题所处的思想和学术语

境。其次，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围绕“务实的历史写作”发表的一系列理论论述需要得到更充分的讨
论，在这些理论文本中，两位启蒙史学家详细阐述了各自对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对内容真实与语言
表达以及对史学与系统、科学的关系等问题的立场与观点。最后，“务实的历史写作”与德国启蒙史
学形成于历史学在德国走向理性化、系统化和学科化的开端，相应的理解和评价应当立足于当时学
术与学科发展的具体环境。

一、1750 年以前的西方史学传统

在西方现代史学诞生之前，“历史写作”与“历史研究”一般被认为分属两项不同的工作:前者与
修辞和表现相关，而后者指的是对传世的材料进行搜集、编纂和批判。人文主义学者在论述中将“历
史之艺”( ars historica) 纳入“人文之学”( studia humanitatis) 的体系，历史写作被理解为一种有关过去
发生之事的叙述性文体，重点是对被传承的见证者的经验进行记载和报道。相关学者进一步将传统
修辞学理论与亚里士多德有关事物发展的“四因说”结合，阐述历史写作之法:“质料因”是过去发生
之事，对“质料”———见证者的叙述或基于见证者叙述的报道———的处理、安排分别对应修辞学中的
“发现、搜集素材”( inventio) 和“谋篇布局”( dispositio) ; “形式因”对应语言表达，即“体裁与风格”
( eluctio) ;“动力因”则是史学家本身，他必须具备不偏不倚的立场、敏锐的洞察力和娴熟的语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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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如古罗马时期希腊作家琉善( Lukian von Samosata，125 － 180 年) 所言，史学家不仅应当像明镜
一样据史直书，通过清晰的语言与合理的编排将事件“身临其境”地讲述给读者，而且需要关注历史
叙述在现实中所达到的政治和道德效果。① 正如西塞罗所言，“历史是生活之师”，是一种用来指导
人们在当下和未来的行为的典范，是一种“借古人之口，明今人之理”的媒介，此为历史写作的“目
的因”。

Historia 的古希腊语词源本身包含对事物进行观察、判断和研究的含义，而作为知识的历史始
终存在于人文主义时期以来的相关论述中。② 有学者认为，这种狭义的“历史研究”正是西方古典
语文学的真正开端，可以追溯到近代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对古典作品的搜集、考订和重建。③

对于这一时期的古典语文学家而言，文本的流传过程和真实性需要被检验，④历史写作文本内容的真

实性也必须经受检验。⑤ 在德语地区，这一时期的相关代表人物是人文主义者、语文学家雷纳努斯
( Beatus Ｒhenanus，1485 － 1547 年) ，他对古希腊学者普林尼的《自然志》和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
《日耳曼尼亚志》分别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校勘和考订。⑥ 17 世纪，史料批判在教会史领域取得了巨
大成就，“玻兰达斯学者”( Bollandisten) 和“莫鲁斯修士”( Mauriner) 们对流传下来的圣徒传手稿进行
了大规模的搜集和考订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不仅仅是“有关事实的叙述”，还是关于个别对象
的知识。⑦

不过，在“普遍的真理与个别的意见”的学说影响下，历史知识长期被认为是个别、偶然和感性
的，与科学无缘，其作用是为作为“普遍性知识”的哲学提供具体的例证。⑧ 直到 18 世纪初，历史学
在欧洲大学中都只被视作学生进入神学和法学领域进一步深造的预备或辅助学科。在 17 世纪的怀
疑主义运动中，笛卡尔哲学中的怀疑主义风潮波及历史，引起了关于历史的怀疑主义之争。怀疑论
者从理性—批判角度出发，对传世历史文献中知识性谬误和修辞风格的夸张浮华提出质疑和批判，
甚至进一步否认历史知识的合法性。怀疑论者的攻击引起了正统论学者的反击，后者逐渐意识到，
必须从逻辑上区分可能存在矛盾、错误的“对历史的叙述”与统一、自洽的“历史本身”，而这恰恰是
修辞性史学所忽视的。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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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29 － 33。
Ulrich Muhlack，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Humanismus und in der Aufkärung，S. 353 － 356.
Wolfgang Hardtwig，“Der 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Aufklärung und Historismus”， in ders. ，
Geschichtskultur und Wissenschaft，dtv Verlagsgesellschaft，S. 58 － 91，hier S. 66.
Wolfgang Hardtwig，“Der 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S. 66 － 67.
Markus Völkel，“Pyrrhonismus historicus”und“fides historica”: 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historischen Methodologie unter 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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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语地区，神学家鲍姆加登( Siegmund Jacob Baumgarten) 在 1744 年已经将历史写作定义为
“对于发生过的事件的有根据的报道”，并从事件本身和报道两方面对历史写作的性质加以讨论。①

真正从认识论角度为历史知识合法性提供解决方案的是任教于埃尔朗根大学的神学家克拉敦尼

乌斯( Johann Martin Chladenius) 。在发表于 1752 年的《论一般历史学》中，克拉敦尼乌斯明确区分
了历史本身和有关历史的知识与叙述，前者可以独立于后两者存在，反之却不成立。② 在此基础
上，克氏强调，人对历史的报道和叙述必然具有某种视角 ( Gesichtspunkt) ，真正历史知识的获得不
是避免和消灭这种视角，而是“避免事先的歪曲和掩盖，或者根据最好的知识和良知进行叙述”。③

根据这种视角理论，史学家关于历史的意识和观念在史学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古典史学传统只

是特定时代古典史学家意识的产物，因此就不再陷于“要么作为谬误被整体抛弃，要么仍然作为典范
被继续模仿”的境地。此外，克拉敦尼乌斯呼吁，将历史学提升为一门真正的科学，④《论一般历史
学》的任务之一，是从逻辑上对历史知识的真理性予以澄清: 只要史学家自觉意识到自身的视角，运
用合适的方法，对材料进行对比、核实，那么从感性出发，以经验方式获得的有关个别对象的历史知
识同样可以获得真理的地位。对普遍、绝对真理的把握的问题被转换成把握真理之可能性
( Wahrscheinlichkeit) 的问题，克拉敦尼乌斯的《论一般历史学》被视作现代历史认识论的先声和
起点。⑤

二、从致用到求因: pragmatisch的概念史

从 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以哥廷根史学家伽特勒、施洛策尔为代表的一批启蒙学者开始在克拉
敦尼乌斯等人的基础上，继续对历史知识的理论基础进行反思和论述，其核心思想体现在他们对“务
实的历史写作”概念的重构和展开上。此概念的基本含义是探求历史事件中的因果关联，并以此指
导现实生活，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波里比阿等古典史学家的著作中。而德语形容词 pragmatisch 源
于古希腊语 πραγματικóς，含有“行为导向、与生活实践相关”的意思。⑥ 根据《格林德语词典》，
pragmatisch 于 17 世纪进入德语世界，在学术领域表示“以一种关联性的方式教导，在事件的因果关
联中表现或被表现”。⑦ 根据《哲学科学一般手册词典》，史学家根据事件的因果关联进行表达，
“因而历史对人在生活中的行为具有教育意义，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如此这般的历史写作或叙述
就是务实的，这种对历史的处理方式就是务实主义的。”⑧屈内 －贝特拉姆将“务实的历史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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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总结如下:

务实的历史写作区别于编年史的或者报道式的历史写作，它将历史的内容作为可以被

追溯到原因的结果，洞察历史中共时和历时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建立这些历史

事物之间的关联和结构。因为历史通常被视作伟大人物之间相互合作和对立的行为，务实
的历史写作首先要求，通过对历史当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的行为动机、意图和目的进行心理
学式的探究，解释相关历史事件，用有秩序的、连贯的方式加以表达，最终让读者受到教益，
引导他们的日常行为。①

“务实的历史写作”包含的实用—教育层面的含义( 历史作为人在现实生活中行为导向的依据) 与事
实 －科学层面的含义( 探索和确定历史过程当中的因果关联) 合在一起，就可以分别回答历史学中的
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1. 为何研究和写作历史? 2. 如何研究和写作历史? 根据科泽勒克的研究，在西
方语境下，“历史”一词在大约 1750 年到 1850 年之间( 科泽勒克将这一时期称为“鞍形期”) 发生了
根本性的语义变化。在此之前，人们眼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没有本质的变化，人对过去的“经
验空间”与对未来的“期待视域”重合，历史作为规范的、超越时间的道德范例集合，以复数形式
Geschichten出现，在实践中“当人们遭遇到与过去所发生的类同状况时，能够从历史中获得指导现实
行动的依据和参考”。② 在变化发生之后，历史虽然继续在政治和道德领域发挥着指导、垂训的作
用，但逐渐发展出我们如今所理解的基本含义:历史作为集合名词单数 Geschichte 使用，表示某种一
次性的、独立的、总体性的动态发展过程。③ 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具有实践导向、强调叙述效果的历史
逐渐退居幕后，而强调知识性、探究“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为何如此”的历史走向前台。“历史”的语
义转变一方面可以被看作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所经历的本质性变化的
“指示器”，另一方面也作为概念工具，为实践中的行动主体提供了理解其行动意义、促进彼此交流的
能动作用。④

与“历史”一词所经历的语义变化相对应，在 18 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启蒙史学中，“务实的历史写
作”原先所包含的实用的、教育性的含义开始逐渐淡出视野，新的“务实的史学家”关注的是历史当
中因果关联本身。⑤ 18 世纪上半叶，哥廷根大学首位历史学教授屈勒( Johann David Köhler) 仍将 De
historia pragmatica规定为“让读者了解，什么可以让他在公共生活中获益或者受害，什么是他必须追
求或者避免的”。⑥ 纽伦堡史学家威尔 ( Georg Andreas Will) 在 1766 年已经开始区分“普遍的”和
“特殊的”务实的历史写作:前者的对象是普罗大众，侧重实用性，而后者则特别强调事实和研究的
层面。施洛策尔在早年的理论论述中用 pragmatisch 表达历史写作需要在史料搜集与批判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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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Gudrun Kühne-Bertram，“Aspekte der Geschichte und der Betrachtung des Begriffs‘Pragmatisch’”，S. 169.
Lukian，“Wie man Geschichte schreiben soll”，§ 42，S. 149.
Ｒeinhard Koselleck: “Historia Magistra Vitae”，in ders. Vergangene Zukunft. S. 38 －66. Ders.，“Geschichte，Historie”，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S. 647ff.
艾里阿斯·何塞·帕提:《从观念到概念再到隐喻:德国的思想史传统与复杂的语言构造》，李子建译，《新史学》第 17 辑，大象出
版社 2017 年版，第 39 页。
Peter Hanns Ｒeill，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and the Ｒise of Historicism，pp. 41 － 45.
转引自 Manfred Hahn，“Geschichte，pragmatische”，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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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阐明和表现历史发展的原因与动机。① 法学史学者施茅斯( Johann Jacob SchmauΒ) 用该术语指称
“表现了制度内在关联的历史写作”，史学家黑伦( Arnold Ludwig Heeren) 将“务实的”理解为“一个
技术性词汇”。伽特勒总结说，“务实的历史写作者”应当“在事件中寻找动因和原因，尽可能发展
性地表现出原因和结果、目的与手段，虽然这一切在开始的时候彼此纠缠、毫无头绪”。② 当代学者
约尔丹认为，到了 19 世纪初，“历史写作意味着对因果关联的探究和表现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性
的观念。③

启蒙史学家并没有忽视史学的实践—教育功能。正如启蒙学者弗雷德里希·尼古莱( Friedrich
Nicolai，1733 － 1811 年) 所说:“历史将火炬传递到启蒙运动的手中。”④启蒙与历史因而关系密切。
在启蒙史学家看来，人们对历史中的因果关联的探索，目的是打开视野，增长知识，克服人类自身的

不足与狭隘。⑤ 历史之用从道德垂范步入知识启迪，pragmatisch 的语义从“致用”转向“求因”，与 18
世纪下半叶德国的社会—思想背景密切相关:在这一时期，新的知识阶层对历史的兴趣超越了传统
的教会、领地、家族和战争史，他们将目光投向具有“公共性”、处于变动之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
活，日益增长的有关自然环境、人文风俗和技术发明的知识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在这类新的人类经
验领域中，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因果关联的分析和表现无法继续作为“范例”，来说明那些旧的、既定的
道德观念和说教原则。在《关于普遍史的介绍》( 1772 年) 中，施洛策尔在论述理想的普遍史写作时，
否定地使用了 pragmatisch的旧意，但恰恰表达了启蒙时代历史写作在实践领域所发挥的新作用。⑥

值得注意的是，施洛策尔不仅拒绝“历史是生活之师”的传统观念，也同样反对同时代以伏尔泰为代
表的启蒙主义者从某种先天性的原则中演绎出人类文明进步史的行为。
德国启蒙史学与 18 世纪德语地区大学的改革与发展密不可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哥廷根大学

的创办( 1736 年) :历史学在哥廷根大学第一次与数学和其他经验科学一起被设置在哲学学院之下，
这标志着历史学在学科体制上摆脱了其原先作为神学和法学预备学科的“配角”地位。⑦ 在史学逐
渐走向独立化和学科化的背景下，呈现历史中的因果关联、“探究当下事物在过去的基础 /理由
( Grund) ”⑧成为“务实的历史写作”本身的目的。在这种学科发展的语境下，“务实的历史写作”走
向理性化和理论化，与这一时期“系统性”和“科学性”概念相关:伽特勒将历史写作中的因果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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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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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August Ludwig Schlözer，“Gedanken über die Art，die russische Historie zu traktieren”，in E. Winter ( Hrsg. ) ，August Ludwig Schlözer
und Ｒussland，Akademie Verlag，1961，S. 51 － 62，hier S. 55.
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Vom historischen Plan，und der darauf sich gründenden Zusammenfügung der Erzählung”，in: ders.
( Hrsg. ) ，Allgemeine historische Bibliothek，Bd. 1，Gebauer，1767，S. 15 － 89，hier in TDAH，Bd. 2，S. 656.
Stefan Jordan，Geschichtstheorie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9. Jahrhunderts. Die Schwellenzeit zwischen Pragmatismus und Klassischem
Historismus，Campus Verlag，1999，S. 58.
Friedrich Nicolai，“Einige Bemerkungen ü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Geschichte der Ｒosenkreuzer und Freymauerer”，in ders. Gesammelte
Werke. Hrsg. Von Bernhard Fabian u. a. Bd. 5，Olms，1988，S. 27.
参见 Peter Hanns Ｒeill，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and the Ｒise of Historicism，p. 45;范丁梁:《现代德国史学历史知识的认知建构及
其诉求转向》，《天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4 期。
August Ludwig Schlözer，“Vorstellung seiner Universal-Historie”，in TDAH，Bd. 2，S. 673.
参见 Konrad H. Jarausch，“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in 18th-Century Germany”，in Hans Erich Bödeker ( Hrsg. ) ，Aufklärung
und Geschichte，S. 25 － 48。
Johann Heinrich Zedler ( Hrsg. ) ，Grosse vollständige Universal-Lexicon Aller Wissenschafften und Künste，Bd. 13，Verlets Johann Heinrich
Zedler，1735，S.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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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与“真正科学”中的概念系统相类比，论证史学的科学性; ①施洛策尔则试图论证，普遍史写作的科
学性在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遍的因果关联的系统性表现之上。单纯探究 pragmatisch 的语义
变化，尚不足以全面掌握“务实的历史写作”与启蒙知识语境中其他思想概念之间的关联，也无法彻
底厘清其作为德国启蒙史学理论之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以伽特勒、施洛
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处于由近代早期—人文主义史学传统向现代史学过渡的阶段:一方面，在
启蒙的社会思想氛围下，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作为启蒙知识大厦的一个层级，历

史知识与其他类别知识处于一种开放、共生和竞争的关系中。于是，在理论层面说明史学与系统性
和科学性的关系，就成了这一时期历史学立论之根本。②

三、务实、系统、科学:伽特勒与施洛策尔的史学理论

伽特勒的理想是史学在时间和空间维度发展为一门“无所不包”( im ganzen Umfang) 的精确化科
学( präzisierte Wissenschaft) 。③ 在史学史上，与其说伽特勒是那种围绕某些主题，在史料基础上展开
内容连贯、阐述清晰的历史叙事的著史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启蒙晚期卓越的普遍史—世界史
( Universalhistorie-Weltgeschichte) 编纂家和史学大厦的构造师( Bauplaner) 。自 1759 年执掌哥廷根大
学史学教席以来，伽特勒一方面致力于普遍史的编纂和教学，讨论和阐发有关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问

题，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包含编年史、系谱学、古文书学、地理学等知识的历史辅助学科
( historischen Hilfswissenschaften) ，系统性地扩展了史学的材料与认知的基础。在大学高层的支持
下，这位启蒙史学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专业性的史学学会———“哥廷根皇家历史科学学会”
( königliche Institut der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1764 － 1799 年) ，主编会刊《普遍史学
文库》( Allgemeine historische Bibliothek，后更名为《史学杂志》) ，为学科讨论与批评提供专业的媒介平
台。这种组织和制度层面的建设也是伽特勒史学理念的体现:在学会中，有关诸辅助学科的讨论超
越了狭义的史学范畴，而学会接纳的会员还包含了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 ④在伽特勒看

来，历史研究———广泛而系统的搜集材料，并对其进行批判和汇编———是史学成为一门符合时代标
准的经验性科学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对相关不同学科知识与方法的掌握之上。
史学地基———历史研究———的构筑，绝不意味着科学的史学大厦就可以在其上自动拔地而起。

对伽特勒而言，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历史学在历史书写—表现层面就必须超越那种对分散、个别
的材料与事实所做的纯粹累积，在普遍关联性中上升到历史整体的层面。但同时，史学家还需要注
意从个别对象出发的直观性。这便是伽特勒发表于 1767 年的理论文章《论史学明晰性的前言》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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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Vorrede von der Evidenz in der Geschichtskunde”，in Die Allegemeine Welthistorie，die in England durch eine
Gesellschaft von Gelehrten ausgefertiget worden. In einem vollständigen und pragmatischen Auszuge，hrsg. von Friedrich Eberhard Boysen，
Alte Historie，Bd. 1，Gebauer，1767，S. 1 － 38，hier S. 10 － 11.
有关启蒙时代德国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参见 André de Melo Araújo，Weltgeschichte in Göttingen，Eine Studie über das
spätaufklärerische universalhistorische Denken，1756 － 1815，transcript Verlag，2012，S. 57 － 96; Martin Gierl，Geschichte als präzisierte
Wissenschaft. 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 und die Historiographie des 18. Jahrhunderts im ganzen Umfang，fromman-holzboog，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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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Martin Gierl，Geschichte als präzisierte Wissenschaft，S. 5 － 41。
参见 Martin Gierl，Geschichte als präzisierte Wissenschaft，S. 16 － 30。
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Vorrede von der Evidenz in der Geschichtskunde”，in TDAH，Bd. 2，S. 466 －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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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切所在。该文为伽特勒应普鲁士科学院所发布的“论形而上学真理是否能够拥有数学等真理的明
晰性”的征文所撰。伽特勒将征文的主题转化为“历史真理是否能够达到明晰性，以及能达到何种明
晰性”，通过辨析和比较史学与诗歌、小说以及数学为代表的“真正科学”达到真理的明晰性的方式
与途径的异同，为史学的科学地位而辩。作者首先认为，史学家通过对历史对象的描述与刻画，将过
去转换为一种“理想的当下”( ideale Gegenwart) ，将“死”的过去“复活”为当下，唤起读者对其所描述
场景的自我联想和体验，达到“身临其境”、直观历史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家的知性
( Verstande) 就具备了超越时间的“神性”特征，在其中“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当下”。① 这种通过
语言制造出直观、身临其境的表达效果的方式与诗歌类同，②实际上回到了修辞性史学的传统。伽特
勒强调，史学家“通过叙述的明晰性所建立的整体是曾经存在过的”，而诗人所创造的整体却从未真
实存在，因而两者有别，但保留了史学家虚拟历史人物演说词的权利。他坚持认为让历史人物说出
实际上并不存在，但符合其个性和说话场合的话的做法并不会伤害历史的真理性，③而这正是对古典

史学家的模仿。
其次，“明晰”对史学家也意味着阐明历史过程中的因果关联，“历史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接近

于将故事缘由娓娓道来的“小说的真理”，“务实的历史写作”被类比于“务实的小说写作”。④ 启蒙时
代，德语地区的小说写作得到发展，小说不再直接服务于某种抽象的教条原则或道德理想，而是以现

实经验为基础，根据人物的性格，通过对故事因果关联的讲述，让思想自我呈现。⑤ 同史与诗的关系
类似，历史与小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探究和表现的是实际发生过的真实状况和过程。“务实的历
史写作”必须建立在对原始档案、纪念碑、历史参与者的记述和后人的二手著作进行批判性审查的前
提下，立足于对史料内容的可靠性进行检验的基础上。此过程被伽特勒称作“历史的论证”，⑥史学
家必须在技术层面建立一整套包含地理学、国家统计学( Statistik) 、系谱学、古文书学、纹章学、钱币
学等知识和技艺的“历史辅助科学”，让史学在经验研究层面成为“精确的”，这正是伽特勒在哥廷根
大学努力追求和实践的志业。此外，为了论证历史知识的明晰性能够达到以数学为代表的真正科学
知识的程度，伽特勒将作为“历史论证”之基础的“史料”( Quellen) 与作为真正科学论证之出发点的
“前提”( Grundsätze) 相类比，但强调前者的个别论证区别于后者的抽象论证。史学家的论证“并不
是假设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某个基本观念，然后从中推演出他为了某个醉酒的娼妇而烧毁波斯波利

斯城的行为”。⑦ 历史学家的论证总是从具体、个别开始，根据可靠的史料，证明其对某个事件的叙
述符合当时发生的情况，或者至少符合当时人们所认为和相信的情况，就完成了历史论证。⑧

那么，如何从个别的历史论证，上升到对历史整体的普遍、系统性的表现呢? 在《论历史计划》
( 1767 年) 中，伽特勒通过追溯和归纳历史中对象之间的种种因果联系，希望以系统的而非按照编年
史的模式安排材料与叙述，超越传统的博学史学( Polyhistorie) ，后者长于材料搜集而缺少将众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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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象结合在一起的思想与方法。① 与“务实的”概念相对应，在历史写作中，“系统的”意味着从事
件与事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因果关联着手讨论问题。在普遍史编纂中，伽特勒将历时性与共时性
的观察相结合，根据历史中各民族之间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关系，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若干民族系统

( Nationalsystem) ，再从地理环境、民族、语言、法律与制度和技术发明等不同概念主题对这些民族系
统的历史进行分门别类的讨论。② 他认为，“史学中的事件系统与真正科学中的概念系统具有相似
性，在后者中作为原则和前提的，我们可以在前者的动因和原因中找到……人们发展出一个或几个
事件所从属的系统，务实地叙述”。③

面对科学时，历史学声称自己保留着艺术的特征，面对艺术时，历史学又亮出其科学的身份。海
登·怀特曾将这种论证史学与其他科学关系的策略形容为“费边策略”。④ 在伽特勒那里，就强调语
言之表达效果而言，历史写作仍然处于“历史之艺”的传统中，他对古典史学大师们的风范念念不忘，
并充分肯定史学在提升整个民族品味( Geschmack) 和个人道德水准方面的功用。⑤ 与此同时，这位
德意志启蒙史学大厦的杰出构造师，又意识到史学不能被局限于教育功用，它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

科学:一方面史料—研究层面的工作具有经验科学的特征，另一方面史学家需要在历史写作—表现
层面展现其哲学反思能力，将个别的历史对象整合进入普遍因果关联的系统中，这样的史学家就是

“最高等级的务实的历史写作者”，⑥他虽然并不像一般的科学家那样从普遍的原则、定理中演绎出
个别对象的存在，但同样可以达到科学的“明晰性”。
与一生居于象牙塔内，更具“纯学者气质”的伽特勒相比，⑦施洛策尔在 1771 年取得哥廷根大学

教职之前数次游学瑞典和俄国，参与搜集和整理了一系列有关北欧和俄国的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出

版了相关著作。施洛策尔的学术兴趣广泛，在东方学、人类学和语言学方面造诣颇深，还曾主编杂志
《主要和政治、历史相关的通信》( 1776 － 1782 年) 和《国家状况》( 1782 － 1793 年) ，并以此涉足时政
批判。⑧ 与伽特勒相比，施洛策尔在史学理论问题上的取向显得更加理性与学术化:语言与修辞问题
退居幕后，伏尔泰历史哲学式的演绎与布道者的教导被清理，对务实的历史写作的追求被视作史学

家主体当中所具有的理性能力的体现。
1784 年，施洛策尔应约为法国学者马布利神父( Abbé Mably) 的《历史之艺》德文版写作序言《论
历史原则》。⑨ 与伽特勒将史学家分成美学的或愉悦的史学家、历史研究者、务实的历史写作者类
似，�10施洛策尔认为“历史工作者”( Geschichtsarbeiter) 包含搜集者、研究者、写作者和绘画家( 借用马
布利的术语) 四种类型。搜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对应历史研究，历史写作者则在前两类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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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H，Bd. 2，S. 656.
“Von historischen Plan”，in TDAH，Bd. 2，S. 634 － 652.
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Vorrede von der Evidenz”，Gebauer，1767，S. 11.
海登·怀特:《历史的负担》，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 2011 年版。
TDAH，Bd. 2，S. 621.
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Zufällige Gedanken über die Verdienste der Teuschen um die Historie”，in ders. ( Hrsg. ) : Allgemeine
historische Bibliothek，Bd. 2，1767，S. 33 － 64.
参见 A. H. L. Heeren，Historische Werke，Teil 6，Johann Friedrich Ｒömer，1823，S. 450 － 468。
参见 Martin Peters，Altes Ｒeich und Europa. Der Historiker，Statistiker und Publizist August Ludwig ( v. ) Schlözer ( 1735 － 1809) ，LIT，
2003，S. 331 － 354。
August Ludwig Schlözer，“Über die Geschichtsverfassung”，in TDAH，Bd. 2，S. 590 － 599.
参见 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Zufällige Gedanken über die Verdienste der Teuschen um die Historie”，in ders. ( Hrsg. ) ，Allgemeine
historische Bibliothek，Bd. 2，1767，S. 33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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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个别和零星的事实整合成连续的叙述。在此基础上，施洛策尔给出了评价历史作品的四个标
准: 1. 能提供更多的真实; 2. 在叙述中更注意完整性; 3. 更好地选择要处理的历史对象主体和与对
象主体相关的事实; 4. 有更合适的外在衣着，更优美的表述。① 施洛策尔不同意马布利“古胜于今”
亦即古代史学家水准优于当代史学家的论断，认为如果用前三个标准进行衡量，今人早已超过了古

人;而纯粹的修辞对施洛策尔而言已经失去了重要性: “衣着并不能定义人，语言表述的优美也无法
弥补真实、完整性和对象选择的缺陷。”②

新标准并非在传统和当下之间划界，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改造和重构。首先，修辞学中的“发现、
搜集素材”( inventio) 在施洛策尔这里成为搜集者和批判者的经验性工作，他们的目的不是实践性
的，而是历史“真实”本身( 标准 1) 。结合施洛策尔有关普遍史、世界史的理论，“更多真实”意味着
历史学家应当扩充视野，获取更多的历史知识。近代以来欧洲航海和殖民活动引发了西方人对世界
知识需求的急剧增长，施洛策尔与同时代的其他启蒙史学家一道，倡导将区域的、局部的历史写作扩
展为普遍的世界史写作，整个人类的商业、航运、科学发明、法律与风俗等被纳入考察范围。在 18 世
纪中叶以前，普遍史—世界史要么被视作对基督教神学的历史阐释，要么作为旧的国家学
( Staatslehre) 的一部分，被局限在欧洲国家史的范围之内。在伽特勒、施洛策尔等人的推动和实践
下，1770 年后，以普遍史、世界史、一般史 ( Allgemeine Geschichte ) 和人类史 (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为题的系列课程在哥廷根大学广受欢迎，普遍史写作成为经验性学科，也被视作启蒙知
识的一个重要类别。③

其次，修辞学中的谋篇布局( dispositio) 和选择素材( delectus) 在施洛策尔的论述中被转换成史
学家能否提供系统的叙述，能否对历史写作的时期与对象进行适当的选择( 标准 2、3 ) 。在《关于普
遍史的介绍》中，“完整性”对应于施洛策尔所谓“普遍的眼光”( allgemeines Blick) :

这种强有力的眼光能将总和( Aggregat) 改造成为系统，能使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回到某
种统一的人类概念中去，并按照与世界上所发生的重大变革( Ｒevolutionen) 的联系，对不同
的民族进行评估……当统一性在总体的整合计划中发挥主导作用时，普遍史写作就赢得了
科学的声望，并被提升到一种史诗的尊贵地位。④

在“作为总和的世界史”中，人类历史的整体在叙述中被分割成彼此孤立、没有关联的部分，相关记述
杂乱无章，缺少逻辑;而“作为系统的世界史”则要求史学家用一种统一、整体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历史
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在叙述中将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的关联表现出来，⑤“务实的历史写作”在这
里成为史学家运用自身主体性认知的结果。“关联”概念被施洛策尔分成“实际关联”
( Ｒealzusammenhang) 和“时间关联”( Zeitzusammenhang) 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务实的历史写作”
中的“自然、直接、可见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一方影响另一方的因果性关联”。这种关联的链条应尽量
保持完整，中间通过某些间隙( Ｒuhepunkt) 和时代划分( Vertheilung der Periode) 加以呈现。后者存在

65

①

②

③

④

⑤

TDAH，Bd. 2，S. 592.
TDAH，Bd. 2，S.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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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没有“实际关联”，但处于共时性关系的对象之间，接近于一种比较的视角。① 在此基础上，施洛策
尔结合同时代地理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的理论，提出了四种普遍史方法:地理学的方法( geographische
Methode) 、年代学的方法( chronologische Methode) 、民族学的方法( ethnologische Methode) 与以人类重
大技术发明为对象的方法( technologische Methode) 。② 这四种方法都从某个角度呈现人类历史发展
的总体性、系统性和关联性，世界史学家应当综合应用这四种方法。
“选择”紧承“完整性”。伏尔泰在《风俗论》的序言中批评史学著作堆砌大量自相矛盾的材料的
做法，认为应当选择最重要、记录最完整的事实引导读者认识人类精神的进步与各民族风俗的发
展。③ 伽特勒、施洛策尔继承了这种启蒙的批判精神，所针对的具体对象是 18 世纪上半叶由多位英
国历史作家编纂的多卷本《世界史》( Universal History) 。在两位哥廷根史学家看来，这部普遍史作品
不仅缺少可靠的材料基础，而且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和方法，将一切材料都囊括其中的结果就是最

终成为一部巨型的材料汇编。④ 施洛策尔认为，历史书写需要史学家运用自己理性的目光，从浩如烟
海的材料中选择合适的对象，按照对象之间的系统性关联，根据恰当的方法和顺序组织叙述。施洛
策尔以一种启蒙式的语气，将普遍史写作规定为在整体—局部的关系中，将人类生活的世界过去曾
经是什么样，它又如何发展演变成为今天的状态呈现出来。根据这个目的，世界史的对象就是塑造
和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重要变革、主要民族、国家以及伟人。⑤

克拉敦尼乌斯在《论一般历史学》中，通过区分固有的、自在的历史本身和具有特定观念与视角
的历史认识主体，初步建立了现代历史学的认识论基础。作为哥廷根大学历史学教授的伽特勒和施
洛策尔在史料的搜集、批判及方法方面建树颇丰，这一点也得到了后世的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的肯
定。⑥ 而史学家在历史书写中的视角问题在施洛策尔那里被“升华”为从人类世界历史的普遍、系统
和联系的眼光观察历史，他的四重普遍史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四重视角: 历史书写层面

需要根据史学家主体对“何种事件具有普遍史的价值”的理解，去挑选和发现其对象，再依照他对
“应当遵循何种方式、方法”的判断，将历史当中具体的、特殊的对象整合到一种系统的、统一的历史
叙述之中。
启蒙时代以来，虽然作为真理之标准的“科学”的含义随着时间的发展并非始终如一，但历史与

其他类型的知识和学科一样，都需要在形式层面通过理论反思证明其科学性。阿德隆 ( Johann
Christoph Adelung) 在 18 世纪末编写的《高地方言德语语法—批判词典》区分了历史科学与单纯的历
史知识，后者来源于旧的 Historia，指的是直接的、没有理论基础的经验，前者则要求用理论和科学的
观念对经验材料进行处理和加工。⑦ 得益于 18 世纪下半叶以来以“务实的历史写作”为主导概念的
理论构建，历史学不再被认为是关于个别、零散和偶然的事实的记述，史学家就必须成为哲学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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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S. 1 － 17。
转引自 Wolfgang Hardtwig，“Der 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Aufklärung und Historismus”，S. 69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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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一套事件如何生成发展的普遍准则( Maximen) 。① 普遍史“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只关心名称和数字
的死记硬背之作，它必须成为将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哲学”，②成为包含着普遍关联的科学的知识
形式。

结 语

进入 19 世纪，启蒙史学的概念理论在德国逐渐受到质疑和批判，“务实的历史写作”及其所代表
的启蒙史学在新的政治、社会和学术语境下，被降格为一种前现代史学的标签。③ 随着 19 世纪初拿
破仑战争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形成与高涨，以个别民族国家、事件和人物为对象的历史写作兴起，作
为“务实的历史写作”实现形式的普遍史、世界史写作开始走向衰落。④ 历史研究与书写主题的变化
首先带来的是史料选择和运用的转变: 有关近代军事、外交和内政的所谓原始档案材料愈发受到重
视，而启蒙史学家们所注重和提倡的那些来自地理学、民族学等其他学科的材料与方法逐渐被边缘
化。兰克就认为，在编年材料充分的近代史领域，民族学和地理学已经没有用武之地。⑤ 其次，“务
实的历史写作”概念本身也受到怀疑:在更加注重历史书写的经验性基础，强调理解和把握历史对象
特殊性的新一代德国史学家看来，这种历史书写模式经常超出或偏离史料范围，对个别历史发展过

程做一般性的因果解释，对历史行动者的行为动机进行主观性推断。⑥

就历史书写—表现而言，伽特勒和施洛策尔二人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然而，这些作品要么是对
某些史料的翻译、整理和分析，⑦要么是“骨架性”的大纲、导论、图表和手册，缺少主题明确、结构清
晰、内容连贯一致的作为“血肉”的具体的历史叙述。⑧ 当时，哥廷根大学建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
过实用性科学知识的传授，训练和培养来自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职业官员，教学和授课仍然被视作大

学教师们的最主要职责，这恰恰是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史学著述的重要动机。⑨ 就理论本身而言，“务
实的历史写作”在实践中缺少与之相配套的历史叙述概念。伽特勒在历史叙述问题上试图回到古典
史学传统，却并未说明这种直观生动的历史叙述如何获得经验层面的支撑，又如何被整合到历史的

普遍性关联之中。事实上，他的那些卷帙浩繁的普遍史著作的历史表现形式与其理论期望相去甚
远。施洛策尔放弃了语言修辞，仅仅依据系统性原则挑选和安排“事实”，与伽特勒类似，他最终所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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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伽特勒所著《从创世到我们所处世纪前半叶的全部普遍史概要》( 1765 年) 、《对共时性普遍史图表所作的解释说明导论》
( 1771 年) ，以及有关系谱学、地理学、编年史等辅助学科的概要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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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普遍史是一种结构性的、按共时性和历时性原则挑选的若干重要民族组成的系统与大事件表
格。① 与哥廷根史学家们处于同时代的赫尔德指出，施洛策尔的普遍史缺少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
与终极目的( Telos) 的展现，因而无法真正揭示普遍史中的统一。② 赫尔德于 1774 年发表《又一种历
史哲学》( 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 。在这篇针对启蒙历史哲学
的檄文中，赫尔德将其对人类历史发展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个别和特殊性的观察，整合到关于人类
历史发展总体趋势与目的的历时性叙述之中。这种处理个体与整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历史叙述方
式预示了历史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正如兰克所言———“将多样的个别与整体联系起来的原则并
不来自普遍性的思想，而是要通过在个别中直观整体来实现”。③

最后，虽然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已经意识到，系统、科学的“务实的历史写作”必须建立在经验性的
“历史研究”基础上，但正如施洛策尔所形容的，两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大车间”中不同部门和工种
的技师之间的相互协作。④ 具有哲学性头脑，负责挑选和编排的历史写作者并不参与搜集、批判和整
理材料的工序，其研究地位实际上低于写作。在历史主义史学理论家如德罗伊森 ( Johann Gustav
Droysen) 那里，启发( 提出问题) 、批判、诠释和表现诸环节被统合在史学家主体性的运用之中，历史
写作要将历史研究的过程表现出来，即“研究式的表达”。⑤

“务实的历史写作”作为概念核心，其本质是从一种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前提出发，把握和解释
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关联与统一性，让史学获得科学的地位。这种设想和夙愿以启蒙时代的科学统一
性为参考:从无生命的物理世界到有机生物的世界，从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

过程，各门知识与科学无不是为了追求某种普遍的、可以被理性所把握的因果关联。从史学史的角
度来看，这种典型的启蒙思想方式在之后的史学发展中逐渐暴露出“不合时宜”的一面。不过，两位
哥廷根史学家对修辞的史学传统的批判、“视角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关系的
论述，特别是施洛策尔对史学家主体性力量的关注与强调，都是探讨之后的德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问题时不能忽略和回避的。

( 作者李子建，波鸿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邮编: 44803)
(责任编辑:张旭鹏)

(责任校对: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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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August Ludwig Schlözer，Vorstellung seiner Universalhistorie( 1772) ，S. 49 － 222。
参见 Johann Gottfried Herder，“A. L. Schlözers Vorstellung seiner Universalhistorie”，in Frankfurter Gelehrte Anzeigen( 1772) ，S. 473 －
478。
Leopold von Ｒanke，“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hier S. 37.
August Ludwig Schlözer，“Über die Geschichtsverfassung”，TDAH，Bd. 2，S. 595.
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约尔恩·吕森、胡昌智选编，胡昌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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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Three Major Systems”for Studies of Historical Theories in
the New Era / / Xia Chunta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ppro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History four years ago.
Why was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Theories established? As the only newly established research institute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History， why was the institute named “Historical Theories” instead of
“Historiographical Theories”?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cipline layout of historical theories
studies in the new era?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three major systems”for studies of historical
theories in the new era，what are the shortcomings to be solved，and what bottlenecks need to be overcome?
Speak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lea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Theories，the author
attempts to share some insights on the above questions，inviting everyone to contribute to the thinking
process and promote studies on these topics collectively.

The Bielefeld School and Studies of German Social History / / Wang Yaping

German historiography 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field of world history，so it sticks to tradition
and is difficult to change. In the 1950s，Germany，which had emerged from the shadow of war，was waiting
to be rebuilt，and studies of history also had a new starting point. New factors were introduced to German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and historians of modern German history gradually accepted historical structures
as a research methodology proposed by the French Annales school. In the late 1960s，Bielefeld University，
founded with the purpose of innovation and reform，created a platform for the innovation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establishing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modern historians headed by Hans-Ulrich Wehler and
Jürgen Kocka adopted structural history ( Strukturgeschichte) as the methodology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he Bielefeld School aims to study“total history”( histoire totale) with 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s and to combine influences of political，economic，social，and cultural factors on the
advancement of the social history.

The“Pragmatisch”History and the German Historical Theor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entering on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 and
August Ludwig Schlözer / / Li Zijian

Before the birth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in the West，historical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were
understood as separate categories，during which history served as a kind of propaedeutics for theology and
jurisprudence. The“pragmat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pragmatical historical-writing) became the iconic
concept in the German Aufklärungshistorie ( German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 ) ，which was largely
promoted by leading historians of the Göttingen School of History such as 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 ( 1727 －
1799 ) and August Ludwig Schlözer ( 1735 －1809 )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hilosophically minded，“pragmatisch”historians were supposed to focus on the caus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o deliver the results in a systematic way. This concept“pragmatisch”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systematisch”( systematic ) and“wissenschaftlich”( scientific ) as well. To
develop these three concepts，Gatterer and Schlözer conducted a reflection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of
historiography，and regarded the compilation of univers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as the practice of
“pragmatisch”historical writing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works on historical sources，historians were asked
to exercis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o select periods and objects that had universal valu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doing so，they could shed light on their systematic and interconnected nature and
instill historical studies with scientific nature. Gatterer still remained traces of traditional rhetoric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level of historical performance，while Schlözer emphasized the leading role play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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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 ability of the subjectivity of historia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rman
historiography，however，German historicist historians criticized Aufklärungshistorie and its the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nd the word“pragmatisch”became the label of pre-modern historiography.

Turns of“Lieux de Mémoire”and“Global History”in Italian Historical Writing / / Zhu Ming

The influence of the“Lieux de Mémoire”theory swept across Europe in the 1990s，which gave rise to
studies of“historical memory”in Italy. Twenty years later，the writing of“global history”is surging in
Italy again，which places Italian history within the global framework. From“Lieux de Mémoire”to“global
history”，these two“turns”in It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are embodiments of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historiography in this country. On the one hand，it has been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the local diversity，
the crisis of the Ｒepublic，the dilemma of the European Union，and the globalization.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local，national，regional，and global are intertwined with Italian reality，which affects th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over the time，Italian historiography has demonstrated a strong
tendency to contribute to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and state building process. As such，it emphasizes
nation-state as the normative framework. Aiming 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ation-state，this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will continu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context of Italy.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Ｒesearch
Questions and Paradigmatic Shifts / / Wu Lingjing，Mei Xueq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s a
special focus on the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 and ecological impact of the colonial expansion activities of
British Empire.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ve not only shaped
its research questions but also caused shifts in its research paradigms. In the early stage，scholars in this
field emphasized the imperial origi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ism. Later，they turned to analyze imperial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the material premise and ecological impact of British imperialism. Ｒesearch
topics were expanded from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colonial science to resource extraction，
commercial frontiers，urban planning，disease and sanitation and so on. Some scholars have recently
proposed to rethink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the“ecological-cultural network”
perspective，which covers three aspects: network，cultural and material connection，and agency. Existing
studies have not only traced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the“global environment”in the context of empire
but also uncovered the hidden yet far-reach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colonialism. They transformed
scholars' percep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the“Benevolent Empire”to the“Empire of Nature”，which
went beyond the myth of the“Civilizing Mission”or“Pax Britannica”. In the future，scholars ne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following issues，including，but not limited to，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empire，the
spatial-temporal categorization，and the agency of histor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ncepts“Narrative”and“Xushi”in Historiography / / Jin Qianwen

“Narrative”and“Xushi( 叙事) ”are two concepts that are generated from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traditions. Now they are regarded as equivalents in translation. They are both applied as important modes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Narrative is usually presented as a
coherent story unfolding along the timeline，with detailed processes，and it is treated as if it is telling itself.
“Xushi”，however，is about how to adapt one's language to the things of which he speaks.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Xu( 叙) ”，it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arranging the order so as to show the reasoning
of things. In terms of its development system，narrative indicates a“symbiotic relationship”between
historical works and literary fiction. In ancient China，by contrast，“Xushi”which was complementary to
“Shilu ( 实录)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contributing to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ve and “Xushi”reflects not only some distin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but also some common features of historiography beyond
specific cultures. By telling human experiences in an orderly way，historians comprehend the past and
represent a historical world rich in meaning and order.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oncept“Colonialism”and its Ｒelationship with“Imperialism”/ /
Liu Wenpeng，Wang Tianhao

The term“colonialism”contains complicated historical connotations. It did not become a de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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